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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推动这一传播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升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使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笔者主要以李大钊、李达两位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为例，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之间的内在历史关联。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1917年以前主要宣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1917年以后进入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而1919年“五四”运动更是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当时的进步青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方面，《新青年》也起到了引领作用。延续19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各国马克思研究之风复兴之势，李大钊在1919年依托《新青年》编辑了“马克思研究号”（李大钊还曾协助陈溥贤于1919年5月5日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将相关研究成果资料结集出版。他本人当年在《新青年》第6卷5、6号连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文献。
　　李大钊亦是“五四”后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杰出先驱。《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实则通篇围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展开，文章开宗明义便称在评述马克思主义之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李大钊将经济思想史上的经济学派别分为三类：亚当·斯密为鼻祖的“个人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为鼻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主张“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的“人道主义经济学”。他认为，其时“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个人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不足取，“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经济学发展。在随后的论述中，李大钊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要点总结为两大块：一是属于“经济静学”的余工余值说，二是属于“经济动学”的资本集中说，并用数学公式推演了与剩余价值说相关的“平均利润率论”。
　　1920年3月31日，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斯（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招募会员，明确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该研究会的成立和运行在校内不是没有反对之声，且反对声音不可谓不大，但还是得到了时任校长蔡元培的支持。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在该研究会第一次公开讲演会上发表演讲，演讲记录稿由黄绍谷记录，后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题刊载于《晨报》。在演讲中，李大钊沿着“何为马克思剩余价值说”—“剩余价值之来源”—“资本集中”与“阶级自觉”—“社会主义发生”的逻辑链条，其间夹杂马克思相关学说与亚当·斯密的比较阐述，并倡言“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我们要去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只仅仅地读过一遍就不容易”。
　　对于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人们比较熟悉，然而对他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却很少知悉。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发现，李大钊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学功底，并且他不独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门，而是将其放置到整个经济思想史谱系中去考察。尽管“五四”之前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也曾附带提及，但无疑李大钊依托北京大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所做的宣传介绍最为系统，对当时青年的影响也最为广泛、深远。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19位发起人均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专业覆盖了法学院、文学院、中文系、英文系、德文班、物理系等。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
　　近代西方经济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大多取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也是如此，国内学者的著述引源中来自日本的撰述占很大比重，且逐渐集中到若干研究马克思主义名家，尤以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为代表的著作。河上肇对于《资本论》的研究也是从1919年开始的。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只有掌握唯物辩证法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髓，转而精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对中国形成重要影响。据李大钊研究专家、日本信州大学后藤延子教授考证，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即以河上肇1919年初在日本《社会问题研究》杂志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而作。河上肇之影响可见一斑，而师从河上肇的李达因其所接受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训练，成为“五四”之后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
　　在日读书期间，李达深入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五四运动使李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奉者和积极宣传者，他在日学习期间即积极投书国内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尝试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18日、19日，李达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从经济史观的层面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对社会生产、分配和财产所有制关系作了简要说明。李达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可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部分。历史观与经济论属于理论的方面，政治论属于实际政策的方面。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说，经济论之根柢为剩余价值说，政治论之根柢为劳工专政说”。
　　1920年李达回到国内，同年《新青年》即从第8卷第1号开始变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马克思主义成为刊物宣传的主体内容，李达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一道参与编辑部工作。自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1921年1月，李达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发表《马克思还原》，该文所要“还原”的是被修正主义误解或歪曲了的“马克思的真面目”，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统一思想认识。他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归纳为五个重要原则，即“唯物史观”“资本集中说”“资本主义崩坏说”“剩余价值说”和“阶级斗争说”，并强调“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同年9月，李达主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先后组织出版了包括《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等经济学类书目在内的10余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物。
　　李达认为，“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或许正是基于此认识，李达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一方面，他翻译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论著，如德国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0年被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列为阅读文献之一）、日本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1930）、苏联拉比拉斯等《政治经济学教程》（1936，与熊得山合译）等。另一方面，他撰写的《经济学大纲》（1935年作为讲义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及《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济学向度及将其应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作了深入的探索。李达的经济学研究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力求建立能够指导中国经济改造的“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有民族特色的具体理论。这在“五四”后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并不多见。
　　与李大钊一样，李达也有在大学从事经济学教学的经历。1932年，他即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学，《经济学大纲》是其讲课时编撰的讲义。在该书中，李达敏锐地对1932年才首次全文公开发表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予以关注，认为该手稿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劳动—实践概念，完成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基础，准备了《资本论》的“雏形”。李达的这一研究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该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国与时俱进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李大钊、李达等“五四”先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传播方面所作出的探索，至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芒。

      （本文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近代学术中国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研究”（201711072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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